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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对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通过数据模型进行
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用品产业特征、政策本身有效性、体育用品企业行为对体育用
品产业政策效率有显著影响。依据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针对性提
出提升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影响因素；实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ｉ－
ｃ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１５；　修订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 （０９＆ＺＤ０５４）子课题

（０９＆ＺＤ０５４０５）。
作者简介：杨京钟（１９７４－），男，湖北京山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

方向为文化体育产业政策，Ｅ－ｍａｉｌ：ｙｈｘｙｊｚ＠１６３．ｃｏｍ；吕
庆华（１９６０－），男，福建寿宁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理论及营运；易剑东
（１９６９－），男，江西丰城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经济与产业、体育文化与传播；朱
苗（１９８６－），女，湖北荆州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
用品产业政策。

作者单位：１．黎明职业大学 经济贸易系，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０；２．华
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３．江西财经
大学，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ｍｉ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３６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ａｑｉ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３．Ｊｉａｎｇｘｉ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１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不高，存在产

业政策缺位、错位、越位的现象。因此，如何在国家各种政

策引导下充分发挥体育用品产业的主导作用，是我国体育

用品产业在生存与市场竞争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纵观国

内外相关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因

素研究较晚，学术成果鲜见，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

面：

一方面，以产业政策制定影响因素研究为着力点。荷

兰经济政策学家丁伯根分析了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对政策

倾向的影响，一是政策制定者的个人偏好会影响政策目标

的选择；二是反映社会利益的“集体偏好”会使政策制定者

达成某种共识；三是一般政策原则会对经济政策目标产生

“非经济”影响。［２］Ｃｈｕ根据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在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年间采取差异性较大的产业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

从而得出两方面影响产业政策制定的因素，一是政府决策

机构的意识形态及组织凝聚性、决策系统的集中性以及所

拥有的各种政策工具；二是政府官僚系统与私人部门之间

关系网络的关联特性。［１７］韩小明（２００１）以公共选择理论

为背景，分析了政策制定者的个人动机对产业政策制定时

的影响。［３］张泽一等（２００８）从产业政策无效的理论逻辑视

角逆向分析了影响产业政策的相关因素。首先，在产业政

策制定的过程中，既有可能是政策主体缺乏制定合理产业

政策的愿望，又有可能是缺乏完全的知识和信息。政策制

定主体能力和制定程序的约束也对产业政策有一定的影

响。［１３］

另一方面，以产业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为着力点。

美国政策学专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研究政策执行

过程所建立的模型，认为可以把政策执行过程视为一种赛

局（ｇａｍｅ），包括竞赛者（政策执行人员和相关人员）、利害

关系、竞赛资源、竞赛规则、策略与技术等。政策执行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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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取决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之间动态的策

略选择。［１５］国内学者吴昌南（２００３）利用博弈论对地方政

府与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关系

进行分析。［８］李汶纪（２００３）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

了产业政策在形成与执行过程中，决策传统和政策的理念

取向、决策结构的集权化程度和凝聚性程度起着重要作

用。张泽一（２００９）认为产业政策的执行实施还会受到各

级政府管理部门、企业行为和能力、社会文化意识等方面

的影响和作用。从企业能力的研究角度出发，认为产业政

策本身的合理性是影响政策的因素之一，能力构建导向的

产业政策对产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１２］

综上所述，学术界针对体育用品产业领域的研究大多

局限于定性研究，规范性的实证研究甚少，更鲜见以体育

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从体育用品产

业政策制定和产业政策实施两个视角作用于产业政策效

率的相关影响因素，通过数据模型定量实证分析研究。基

于此，本文试图运用数量统计研究方法，使用理论分析框

架，借用数理统计工具研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

影响因素，以弥补理论界这一缺失，丰富我国体育用品产

业政策理论与实践内容。

２　研究变量的影响因素及研究假设

本文的概念模型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分

为１０个方面，用以说明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由

此可作出如下研究假设：

２．１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众所周知，构成政策主体的基本单位是人，他们站在

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机会，可能制定缺乏合理产业政策的

愿望。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制定的政策应符合“经济

人”假设，也是有理性即关心个人利益、按个人的诱因行

事、从个人角度看待问题并按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对比来行

动的，具有社会和自身的二元利益动机。［１］尤其在一个以

维护整体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框架中，政策主体极可能钻政

策“真空”的空子，制定一些貌似合理而事实有失公允的政

策，进行政策“寻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若缺乏激励和约

束，会在反映客观经济趋势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要求的

政策目标等方面产生偏离［１３］。此外，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

的过程中，习惯于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具有明显的部门特

色，致使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为追逐各自的利益有时也发生

相互冲突或矛盾。

研究假设１：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越偏向产业的整体

利益，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２．２　决策主体的能力

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决策过程。决策

主体通过收集大量信息对产业、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

素，有意愿、有能力整合一切相关资源，并用科学的方法加

以处理，才能达到让制定的产业政策反映客观实际、达到

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从各种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合理满

意的方案。

研究假设２：决策主体的能力越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

效率越高。

２．３　外部环境

首先，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外部背景，国家产业政策制

定越来越受制于全球经济化因素。其次，国家及地区经济

的总体发展状况与水平对产业政策有客观强制性，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力

度。第三，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会影响国家相关产业的市

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绩效，因而跨国公司战略也影响着

产业政策制定的方向。第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制度安

排、决策传统和政策理念也限制着决策者的思想范围，并

且反映着决策者的习惯和偏好，［１４］决定着产业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效率。

研究假设３：外部环境越有利于体育用品产业发展，体

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２．４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劳动成本优

势减弱。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纺织工人的平均工资

是０．６８美元／小时，而印度纺织工人的平均工资是０．３８

美元／小时，可见，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在逐渐减弱。二

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以制造、加工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

的最低端。调查显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有６０％～７０％

的企业为国外品牌进行贴牌生产，只能赚取１０％左右的

薄利加工费。而９０％以上的利润被国外品牌商、渠道商

和零售商掌握。［１０］三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外贸依存度

大，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出口依存度高达６０％。［５］对国

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会导致产能过剩与贸易保护问题。四

是，体育用品产业的生产区域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江

苏、浙江、上海５省（市），集中度超过了８５％。由于路径

依赖和锁定效应，呈现一定的产业集群优势，而负效应在

于老工业区的衰退和区域经济的演进。

研究假设４：体育用品产业政策越具针对性，其效率越

高。

２．５　体育用品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一方面，体育用品产业上游生产要素的表现和能力能

较好地为体育用品企业提供最低成本的投入，而支持产业

对资源和技术的支持可促进信息在产业间的传递，加快产

业创新。另一方面，中国体育用品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截

至２００８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３亿增加

到５亿，若城市人口收入每增加１％，它的体育消费就增加

１．５％。［４］这刺激了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消费者的体育用品

消费，这是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链所具有的独特竞争优势。

研究假设５：产业链相关产业发展越好，体育用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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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率越高。

２．６　政策本身的有效性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自身须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持续

性。若产业政策没有顺应市场规律，不考虑企业的利益取

向，不仅难以有效执行，而且要付出较大成本，反而阻碍产

业的发展。而且，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其手段（财

政、税收、金融、外贸、法律、信息、行政手段等）的运用。政

策手段及其组合是否与所推行的产业政策以及经济运行

机制相匹配，应依据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政

策目标等因素选择合适的产业政策手段，提高产业政策的

有效性。［６］否则产业政策目标就易落空。

研究假设６：政策本身的有效性越高，体育用品产业政

策的效率越高。

２．７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是受产业政策影响最大

的主体。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行为自主性的

增加、政府职能的转变，决策主体与运作主体之间是一种

契约关系。履行契约关系要求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

务，建立起权责对等的规范性传导方式，最终产业政策的

实现取决于企业的能力与反应，这决定着政策目标能否实

现以及实现的程度。企业要使政策给其带来的机会或者

规避政策带来的风险，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力、财力、信息和

政治优势，从而提高与政府的议价能力，争取对产业政策

的制定有较大的影响力。

研究假设７：体育用品企业的能力越强，产业政策的效

率越高。

２．８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产业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有效，涉及政策主体与客体

的行为动机、传导手段、传导的层级等诸多因素，而最终取

决于企业的行为。在产业政策的传导过程中，企业既是运

作主体又是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市场主体

的经营方式和利益取向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企业会对同

一政策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产业政策本身与企业的

既定战略和目标相吻合，那么，企业会更加主动、更有动力

去贯彻执行政策。反之，执行效果则大打折扣。

研究假设８：体育用品企业的执行力度越强，产业政策

的效率越高。

２．９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一方面，行业协会由于其非营利性质，在行业内具有

权威性、公正性、独立性，可以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独立充

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间人，监督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实

施。另一方面，社会公众是体育用品产业潜在和现实的客

户群体，因而社会公众有效而完善的舆论监督，能够实行

外部督促与体育用品相关产业利益主体政策的有效落实，

从而贯彻体育用品产业政策。

研究假设９：产业政策执行时约束方的力度越强，产业

政策的效率越高。

２．１０　政府的利益博弈

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经济综合部门、宏观调

控部门、专业部门，这些调控主体之间既存在利益的一致

性，亦存在利益的冲突性。因而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

利益博弈行为。由于我国五级政府在一定制度框架下政

策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可避免地具有各自的利益动

机。这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中测算可

能的损益并实施相应的博弈行为，形成各自的利益博弈。

研究假设１０：政府利益博弈越有利于产业整体利益，

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概念模型，如

图１所示。

图１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框架图

３　数据收集

３．１　变量选择

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涉及１０个政策因素变量及３１

个解释变量。主要包括：１）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因素（含

决策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不同政府部门政策目标的

不一致性２个解释变量）；２）决策主体的能力因素（含决策

主体收集处理信息的意愿和能力，决策主体整合社会资源

的能力，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意见与建议，决策主体的认

知水平４个解释变量）；３）外部环境因素（含全球经济形

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战略目标，跨国公司战略的导向

性作用和决策者的政策理念及制度安排４个解释变量）；

４）体育用品产业特征因素（含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

技术“低端锁定”存在，出口依存度较高生产能力过剩，企

业数量多、规模小、效应低和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现象明显

５个解释变量）；５）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因素（含生产要

素及相关支持产业发展现状和体育用品市场需求旺盛２

个解释变量）；６）政策本身有效性因素（含政策自身的合理

性、可行性、持续性，产业政策所采取手段的针对性，与其

他政策的协调性３个解释变量）；７）体育用品企业能力因

素（含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判断力，企业消化产业政策的

能力和企业与政府的议价能力３个解释变量）；８）产业政

策执行时约束方因素（含行业协会对政策落实发挥的作

用、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和舆论界对政策的监督力

度３个解释变量）；９）体育用品企业行为因素（含企业应对

产业政策的认同度，企业对信息的接受和反应速度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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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目标、战略及政策导向的稳合性３个解释变量）；１０）

政府的利益博弈因素（含中央政府部门间的博弈和地方政

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博弈２个解释变量）。

３．２　样本说明

本研究样本来自笔者２０１０年在福建省泉州市所作的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关键影响因素”问卷调查。福建泉州

是我国体育用品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产业集聚区之一，

是我国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有体育用品企业

４　０００余家，体育用品产业发达。占据国内８０％的市场份

额，已成为世界运动鞋等体育用品的主要制造基地。因而

在泉州实施问卷调查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鉴于政策的制

定、执行与政策的认同度、接受性及其具体实施，涉及体育

用品政策的制定者（政府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的具

体实施者（体育用品企业）两部分所产生的政策影响因素。

因此，在实际问卷中，调查对象以泉州的体育用品企业为

主，约占调查总数的７５％。同时，问卷的被调查者还包括

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和体育官员。如包括泉州市、晋江

市、石狮市、南安市、泉州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等政府的

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局、体育局、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学

会（协会）、经济局、贸易局、外经委和外经局等与体育用品

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行政主管部门，此部分占调查总数

的２５％。因此，我们选取规模以上体育用品企业６１４家和

泉州各级政府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关的体

育部门和产业经济主管部门７２位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实

际回收问卷６３６份，由于部分问卷为无效问卷，最终获得

有效问卷６１７份，有效回收率９７％。从问卷描述性内容

看，构建了包括１０个因素变量指标和３１个解释变量在内

的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指标体系。问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量

表（Ｌｉｋｅｒｔ　Ｓｃａｌｅ）进行测量，并在问卷设计中采取五级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选择“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

要”、“非常不重要”５种，分别计分为５、４、３、２、１分。由于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是现代调查问卷中普遍采用的度量方式，由美

国社会心理学家Ｒｅｎｓｉｓ　Ａ．Ｌｉｋｅｒｔ于１９３２年在原有总加量

表基础上改进而成，是一种测量态度的方法。对于应采用

几点量表法，学者Ｂｅｒｄｉｅ（１９９４）根据研究经验，综合提出以

下看法 ：大多数情况下，五点量表是最可靠的，选项超过

五点，一般人难有足够的辨别力。三点量表限制了温和意

见与强烈意见的表达，五点量表则正好可以表示温和意见

与强烈意见之间的区别。［９］

４　数据分析

本研究对调研数据采用效度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

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同时运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

规范实证评析，以期获得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关键因

素，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有效执行实施提供决策

参考建议。

４．１　数据质量

４．１．１　效度检验

因子分析是检验结构效度最常用的方法，以因子分析

去检验问卷的效度，并有效地抽取共同因素，则此共同因

素与理论结构的心理特质非常接近，可以说此问卷或量表

具有建构效度。因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对问卷的理论

构思效度进行验证，检验了数据的内容效度、建构效度和

维度效度。内容效度是用于检验是否有足够且有代表性

的变量来度量所属概念。建构效度是通过因子分析来检

验结构效度，以测量出概念的程度或理论的特质；维度效

度是验证前述所提出的１０个研究假设。具体效度检验分

析见表１内容。

表１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研究假设的因子载荷分析一览表

研究假设变量指标　 测量变量　　　 因子载荷 因子载荷标准 分析结果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决策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０．６８３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２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目标不一致 ０．５８５

决策主体的能力 决策主体收集处理信息的意愿和能力 ０．８０７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４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决策主体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０．７８８

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０．５８３
决策主体的认知水平 ０．６１４

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形势 ０．８０１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４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战略目标 ０．６５６

决策者的理念及制度安排 ０．５３３
跨国公司战略的导向性作用 ０．５２６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 ０．７１６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５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技术" 低端锁定" 局面一直存在 ０．７６１

出口依存度较高，生产能力过剩 ０．６３１
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效应低 ０．５４０
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现象明显 ０．８１５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体育用品市场需求旺盛 ０．７５０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２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生产要素及相关支持产业发展态势 ０．５５８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政策的合理性、可行性、持续性 ０．８２６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３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产业政策所采取手段的针对性 ０．７３７

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 ０．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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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研究假设变量指标　 测量变量　　　 因子载荷 因子载荷标准 分析结果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判断力 ０．５５７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３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企业接受和消化产业政策的能力 ０．６８０

企业拥有的权力与政府的议价能力 ０．６１４
体育用品企业的行为 企业应对产业政策的认同度 ０．６７５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３个可测量变

量能 够反映其因子企业对信息的接受和反应速度 ０．８５５
企业经营目标、战略与政策导向吻合性 ０．６９７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
束方

行业协会对政策落实发挥的作用 ０．６６９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３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 ０．７６１

舆论界对政策的监督力度 ０．５８７
政府利益博弈 中央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博弈 ０．７２４ 特征根＞１因子载荷＞０．５ 维度正确，２个可测量变

量能够反映其因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博弈 ０．８６０

　　综上所述，基于回收问卷的调查数据，验证了问卷效

度的有效性。

４．１．２　信度检验

为提高整个度量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研究中的

自变量和因变量均采用了数量不等的多个指标进行衡量。

本研究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参数法评价同一概念项的内

部一致性，度量其是否符合一般的信度检验要求。信度是

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系数越高，即表示测量的结果越一致、

稳定。其公式为：

α＝ ｋ
ｋ＋１　１－

∑
Ｋ

ｉ＝１
σ２ｉ

σ２
烄

烆

烌

烎Ｔ

其中，Ｋ 代表量表中题项总数，σ２ｉ 是第ｉ题项得分的题内

方差，σ２Ｔ 为总题项（总得分）的方差。若概念有多维，ａｌｐｈａ

参数对每一维分别计算其信度。Ｔａｎｇ（２０００）认为，在探索

性研究阶段，ａｌｐｈａ达到０．６即满足要求。［１６］吴明隆认为这

与研究目的和测验分数的运用有关，如研究者的目的在编

制预测问卷或测量某构思的先导性研究，信度系数在０．５

～０．６已足够。［９］因此，将信度标准设定为α≥０．６。各因

素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影响因素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一览表

　　　项　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参考标准

总量表可靠性　　　　 ０．８０５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０．７１３
决策主体的能力 ０．７３９
外部环境 ０．６２７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０．７６６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０．６７４ α≥０．６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０．６７５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０．６３８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０．６３３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
方 ０．６５１
政府的利益博弈 ０．７４６

　　分析结果显示，表２中的所有因素变量的值均大于

０．６的信度系数值，均符合本研究所设定的标准，表明测

量的一致性程度较高，而且，体育用品产业特征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最高为０．７６６，由此可见，数据具有较高的

复合信度。

４．１．３　因子分析

鉴于因子分析能将众多假设变量进行深入分析，从样

本数据中挖掘出潜在的因子信息，以此来测量构建的效

度。故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

效率的１０个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分析如下：ＫＭＯ样

本测度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是检验指标是否适合做因子分

析的两种方法，ＫＭＯ值越大，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

多，愈适合做因子分析。学者 Ｋａｉｓｅｒ（１９７４）认为，若 ＫＭＯ

＜０．５时，较不适宜做因子分析。对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

策的１０个因素进行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从表３可

知ＫＭＯ值为０．５７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结果Ｓｉｇ＝０．０００，表

明因素变量的相关矩阵存在共同因素，数据适合做因子分

析。

表３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一览表

ＫＭ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０．５７９

Ａｐｐｒｏｘ．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９６１．２８２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ｄｆ　 ４６５

Ｓｉｇ． ０．０００

　　此外，经因子分析后，利用因子分析碎石图的帮助来

确定１０个影响因素的最优因子数量。在图２中，横坐标

表示因子数目，纵坐标表示特征值。前３个特征值＞１，即

前３个因子对解释变量的贡献最大，并且在主成分分析过

程中，一般提取出累计贡献率≥８５％的少数几个主成分，

就可以代表原来多个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进行评价［１１］，前

３个因子解释了总体方差的８４．７４８％，因而提取前３个主

成分作为代表原有１０个指标的综合指标进行分析。各因

素指标的主成分特征值及其贡献率见表４。

图２　１０个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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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主成分特征值及其贡献率一览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总和 方差的％ 累积 ％

１　 ４．７１１　 ４７．１１３　 ４７．１１３
２　 ２．４１７　 ２４．１７５　 ７１．２８８
３　 １．３４６　 １３．４６０　 ８４．７４８
４　 ０．６９９　 ６．９９０　 ９１．７３８
５　 ０．４３８　 ４．３８０　 ９６．１１９
６　 ０．２０１　 ２．０１５　 ９８．１３３
７　 ０．１５３　 １．５３４　 ９９．６６７
８　 ０．０２９　 ０．２８７　 ９９．９５４
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为明确主成分与各指标的相关程度，进行了主成分荷

载分析，主成分荷载越高，则说明该主成分与该指标的相

关度越高，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依据因子对应的各项目

的含义，将这３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

定阶段、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实施阶段和外部环境。

根据以上因子分析结果，产生新的研究构面，形成因

子分析后新的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理论模型，如图３所示：

４．２　回归分析的假设检验

从以上分析可知，各个因素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

果存在显著的正线性相关，但这种关系是否就是因果关

系，需经回归分析检验证明。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

法，分别验证影响因素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因果关系。

除了对变量的前后因果关系进行验证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

了解不同因素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解释能力。现将各因

素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基于图３

的理论模型，由表６所示，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变量定

义为模式１；模式２在模式１的基础上加入体育用品产业实

施变量；模式３在模式２的基础上加入外部环境变量。

表５　转轴后的成分矩阵一览表

　　　因　子 影响因素项目
因子载荷

Ｆ１ Ｆ２ Ｆ３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阶段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０．８６５　 ０．８４７ －０．０４７

决策主体的能力 ０．８２４　 ０．７４６ －０．０３３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０．８６９ －０．０２６　 ０．８０３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０．６６０ －０．１１２　 ０．８０８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实施阶段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０．６９１　 ０．１９８　 ０．１２５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０．３６４　 ０．１６６　 ０．２４０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０．４５６ －０．１８１ －０．１３６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０．４２０　 ０．６４０ －０．１４８
政府的利益博弈 ０．８８２　 ０．６９７　 ０．３５０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 ０．５６６　 ０．５９４ －０．２４９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含Ｋａｉｓｅｒ正态化的Ｖａｒｉｍａｘ法。

图３　因子分析后的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理论模型图

　　在模式１中，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的决策主体的行

为动机、决策主体的能力、体育用品产业特征、产业链上相关

产业特征为自变量，体育用品产业政策为因变量，经过逐步

筛选法，体育用品产业特征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标准回归

系数β值为０．７５２，且显著性检验值Ｐ＜０．０１，说明体育用品

产业特征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比较显著，假设４成

立。模式２是在模式１的基础上增加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

实施阶段政策本身的科学性、体育用品企业能力、体育用品

企业行为、产业政策执行时约束方、政府的利益博弈等５个

自变量，以体育用品产业政策为因变量。政策本身的科学

性的标准回归系数β值为０．５２１，且显著性检验值Ｐ＜

０．０１。说明政策手段的有效性越高，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

效率越高，即假设６成立。体育用品企业行为的标准回归

系数β值为０．４２１，且显著性检验值Ｐ＜０．０１。说明假设

８的体育用品企业的执行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

高。此外，模式３比模式２的Ｒ２没有增加，表明新加入的

变量不具有解释力，因而模式３中新加入的变量与体育用

品产业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即假设３不成立。通过上述数

据分析，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具体结果见表７。

由表７可知，体育用品产业特征、政策本身有效性、体

育用品企业行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有显著影响。

其中，体育用品产业特征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影响最

大，这涉及到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在制定时应如何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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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出，且涉及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

表６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变　量
模式１ 模式２ 模式３

回归系数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回归系数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回归系数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阶段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０．０１９ －０．１７０　０．８７２ －０．１２６ －０．７９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３　 ０．４０２　 ０．０９１
决策主体的能力 －０．０３２ －０．３００　０．７７６ －０．０３２ －０．２００　０．２４８ －０．２３５ －１．４５９　 ０．２３４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０．１１９ －１．８１５　０．１２９　 ０．２１２　 １．１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３　 １．９９５　 ０．０００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９７９　 ０．２１１　 １．３７２　０．４９４　 ０．４４１　 ２．８７１　 ０．０００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实施阶段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０．３４８ －２．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７ －２．０３８　 ０．０００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０．２３０　 １．２８１　０．０６２　 ０．４７３　 ２．６３０　 ０．０００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０．２６４ －１．４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０９ －２．２９５　 ０．０００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０．１０２　 ０．５３１　０．７８４　 ０．２３９　 １．２３９　 ０．０００
政府的利益博弈 －０．２８１ －１．６５３　０．４０８ －０．２５８ －１．４４９　 ０．３００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 ０．０６３　 ０．４０２　 ０．０１１
Ｒ２ ０．７５２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５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５０５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７

表７　理论假设验证结果一览表

　　　　　　　　　　　　　理论假设 结果

研究假设１：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越偏向产业的整体利益，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２：决策主体的能力越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３：外部环境越有利于体育用品产业发展，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４：体育用品产业特征越具针对性，其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５：产业链相关产业发展越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６：政策手段的有效性越高，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７：体育用品企业的能力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８：体育用品企业的执行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９：产业政策执行时约束方的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１０：政府利益博弈越有利于产业整体利益，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注：“√”表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影响显著，“×”表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有影响，但不显著。

５　结论及政策建议

５．１　结论

依据提炼出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因素，提出本文

的相关假设和理论研究模型。首先，通过问卷的信度和效

度分析来保证问卷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其次，运用因子分

析法提取出三大类因素：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阶段、体

育用品产业实施阶段及外部环境系统，这与最初的理论构

思相吻合。最后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

检验验证，发现有３个假设成立，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

关键影响因素按其程度高低依次排列为：体育用品产业特

征、政策本身的有效性、体育用品企业行为。依据对体育

用品产业政策效率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对如何提升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５．２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体育用品产业特征、政策本身的有效

性、体育用品企业行为被证明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有

显著正向影响，是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关键因素，为

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完善产业政策形

成机制，保证产业政策持续发展的规范性和效率性，从而

提升政策执行和实施手段的有效性。１）在财政政策上，加

大政府财政投入，设立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基金，鼓励和引

导民间资本投资体育用品产业的积极性；２）在税收政策

上，构建以间接税收优惠（投资抵免、亏损结转、税项扣除、

特别准备金、加速折旧、费用扣除、延期纳税等）政策为主，

直接税收优惠（减税免税、税率优惠、以税还贷、税额扣除

等）政策为辅，直接税收优惠与间接税收优惠政策紧密结

合，规范、持久扶持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体

系；３）在金融政策上，力图建立健全我国中小体育用品企

业融资政策信用担保体系，优化和完善支持体育用品产业

发展的筹融资政策；４）在法律政策上，政府应健全体育用

品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制度，加强标准化和质量认证建设，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和保护企业研发创新，为体

育用品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２．增强体育用品企业的微观经营行为。体育用品企

业是政府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和执行者，政策实施效应的好

坏取决于微观企业的执行主体行为。为此，鉴于我国体育

用品企业大多数以“家族式”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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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企业家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和动力。客观上迫切需要

培育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的引领作用；政府引

导与体育用品企业创新行为相结合，改善企业发展外部环

境，培育体育用品龙头企业集团；打造特色化的区域性体

育用品产业园区，促进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

展。培育执行有效的体育用品中介服务体系。充分发挥

中介组织联系政府、服务体育用品企业方面的桥梁纽带作

用以及协调企业关系、矫正企业不良行为的行业自律作

用，进而增强体育用品企业实施国家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和

微观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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